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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密度建成环境的挑战

后疫情时代，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成为各大城

市发展过程中备受关注的议题。对于大城市而言，

资本集聚、产业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居住与就业人口

来到有限的城市空间中，但他们对多元化城市空间

和高品质生活环境的需求又给高密度城市的建成环

境（built environment）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如何

通过合理的设计调配城市物理空间，营造有利于居

民健康生活的城市环境，成为城市规划与设计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题。

1.1  健康城市的理念及其发展
工业化和机动化不仅使城市的生活环境、交通

方式、生活方式产生改变，还诱发了一系列城市健

康问题。为应对这些变化，世界卫生组织（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 1984 年正式提出“健

康城市”（healthy city）的概念 [1]，旨在应对快速发

展的城市化进程给人类健康带来的严峻挑战，提高

人们的认识并形成有效的干预 [2]。该理念一经提出

便得到欧美国家的积极响应，多个欧洲城市决议开

展“健康城市计划”[3]，打造健康城市进而逐渐成为

全球性的城市实践活动。与此同时，健康城市的内

涵也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与丰富。目前研究发现，

城市中影响健康的因素除了生物医学因素，经济、

社会、政治和环境乃至大部分公共政策等因素都可

能对居民的健康造成重大影响 [4-6]。因此，健康的定

义从传统的注重物理上的身体健康延伸成一种包括

心理、情感、社交、智力和精神等方面的整体健康

状态，同时涵盖了健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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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健康与规划设计的交叉研究和

实践也日益受到重视。例如：践行健康城市理念的健康影响

评估（HIA: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正成为一项衡量城市

发展是否健康的重要政策工具被广泛应用 [8]。除此之外，健

康社区、健康交通、健康生活规划等方向的研究 [9-11] 均体现

出规划设计与健康城市实践紧密结合的趋势。

1.2  城市规划与设计对健康的干预
目前，城市规划与设计领域从体力活动、气候变化、出

行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探究健康与建成环境的关系 [6,9,12-14]。

总体而言，建成环境要素对城市健康发展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对居民健康的生活有正向推动作用，如良好的街道和公

共开放空间设计可以鼓励居民驻足、逗留和互动 [15]，多样化

的出行目的地能够增加居民步行活动并减少社交孤立 [16] ；二

是建成环境要素本身存在潜在的负面风险 [4]，继而损害居民

健康，如居住在繁忙道路周边的人容易暴露在更严重的污染

物或噪声中 [17]，居民就业、教育和日常生活功能区的布局不

合理会加剧职住分离和出行交通压力 [18]。此外，方便地获取

健康食物和及时的医疗服务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整

体健康水平 [19]。

因此，在健康城市理念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中，城市规

划与设计也面临着新的健康诉求与挑战。为应对城市健康发

展的需求，城市规划与设计人员旨在采取主动的干预政策，

通过资源配置、空间设计等方式引导建成环境的建设。

在理论研究方面，总结 WHO 的研究报告和相关文献

可以发现，城市建成环境通过影响城市微环境、居民行为活

动和基础设施配置三方面进而影响公共健康（图 1）。为了

解城市建成环境如何对公共健康产生影响，贾尔斯 - 柯尔蒂

等（Giles-Corti et al.）在《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的系
列文章中梳理了居民暴露在健康风险中继而产生疾病威胁的

路径，并总结出相关的城市规划和交通要素 [18,22-23]。弗兰克

等（Frank et al.）从居民的行为活动出发，梳理出交通设施、

土地利用、步行环境和绿地空间四类与健康相关的建成环

境要素 [24]。萨利斯（Sallis）、萨卡尔和韦伯斯特（Sarkar & 

Webster）基于历史发展、不同的城市尺度等对影响城市健康

发展的因素进行总结 [12,19]。国内研究中，林雄斌等提出了建

成环境对居民体力活动与健康的影响框架，以及相关的建成

环境要素 [25] ；王兰等从土地使用、空间形态、道路交通、绿

地和开放空间四方面梳理了健康城市规划要素的关键词 [4] ；

葛懿夫和何仲禹、李经纬等基于不同视角建立了相对应的健

康规划要素清单或评估框架 [26-27]。

在实践过程中，WHO 从编制具有普适性的《健康城市

规划：一个为了人们而规划的 WHO 指南》到发布带有工具

包性质的《健康城市设计》，都在不断深化和明确城市规划

与设计应如何致力于改善城市健康环境。不同城市也根据自

身需求和特点编制了相关规划设计导则，如纽约的《积极设

计导则：促进体能活动和健康的设计》（2010 年）、多伦多

的《积极城市：健康设计》（2014 年）、伦敦的《伦敦健康

街道指南》（2018 年）以及我国制定的《全国健康城市评价

指标体系》（2018 年）。城市规划与设计师在不断寻求通过

指标衡量、策略指导等方式将健康城市理念落实到城市建设

当中。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从城市建成要素影响城市健康发展

的三个方面出发，整理了文献和导则中提及的相关建成环境

要素评估指标（表 1），为构建高密度城市整体健康的评估

框架提供参考。

1.3  高密度建成环境对城市整体健康的影响
对于城市密度的讨论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后期的欧洲，

最早是将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与城市人口密度进行关联 [33]。随

后，密度作为描述人与居住环境之间关系的概念频繁出现在

城市规划理念中，通常可从人口密度和开发强度两方面进行

阐述，包括人口居住、就业密度，城市建筑密度、容积率等。

人口不断集聚、城市开发强度激增形成的高密度城市为居民

提供了便利、丰富和高效的城市生活，但高强度的建设也导

致城市空间使用竞争加剧、环境品质恶化、公共与私人空间

稀缺，进而影响市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34]，人口密度增加也

会使疾病拥有较高的传播风险 [33]。也有学者指出，城市的高

密度不一定意味着拥挤，不同的城市形态会给予市民不一样

图 1  城市公共健康干预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4,18,20-21]绘制

表 1  影响城市健康发展的建成环境测度指标

影响维度 城市建成环境测度指标

城市微环境
城市微气候 [19]、热岛效应 [19]、空气污染 [24]、噪声污染 [18]、水

污染 [11]、植物配置 [4]

居民行为活动

职住平衡指数 [18,28]、通勤距离 [18]、汽车使用量 [29]、出行结构 [18]、

出行距离 [19]、慢行交通出行占比 [26]、公共交通出行占比 [26]、

开放空间可达性 [30-31]、社区基础设施可达性 [18,26]、公共交通

设施便利度 [18,32]

基础设施配置

城市道路密度 [4,26]、建筑密度 [4,11]、街坊大小 [4]、街道尺度 [4]、

居住用地或公共设施用地与道路的距离 [4,18]、医疗服务供给 [11]、

社交场所供给 [19]、教育设施供给 [12]、食物供给 [11,30]、公共交

通设施覆盖率 [30]、开放空间供给 [28,31]、开放空间品质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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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住感受 [35]。此外，一些欧美国家的城市研究案例表明，

交通发达、高可达性、功能混合的城市环境能够提供更好的

步行出行环境，从而减少肥胖、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

产生 [22]。因此，为了确保高密度城市的健康品质，在城市规

划与设计过程中需依据健康生活的需求合理调配城市建成环

境要素，以提高整体城市健康水平。

我国从 2016 年开始进行健康城市试点建设，依据《“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要求，到 2030 年，我国将建设

一批健康城市、村镇 [3]。但是，目前国内外现行的导则指

南等文件中所涉及的指标多关注城市整体规划层面而缺乏

微观及人本视角维度 [30]，且指标结果如何有效地指导规划

设计尚未明确，这对健康城市理念融入实际城市设计造成

了极大挑战。基于此，本研究先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利用

多源数据提取与健康相关的高密度城市建成环境要素特征，

从人本视角出发探究社区尺度下高密度的建成环境对于居

民的行为活动乃至居民健康的影响；随后针对评估结果总

结健康城市对建成环境营造的诉求，提出高密度城市健康

发展设计方法与策略，以期推动城市健康发展理念和指标

在具体城市建设中的落实。

2  研究框架与案例选取

2.1  研究框架
为了探究城市规划与设计如何改善城市建成环境进而促

进城市健康发展，本研究主要包括 3 个步骤：首先，从规划

与设计关注的城市基本活动 [36]——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

出发，在前文梳理的健康相关建成环境评价维度（表 1）中

选取与城市基本活动相关的 8 个维度，共 13 个建成环境指
标进行建成环境评价。如表 2 所示，居住方面考虑居住环境

品质、社区设施便利和职住情况；工作关注就业岗位分布和

通勤时间；游憩方面关注街道环境和开放空间的品质、数量

和可达性是否满足需求；交通方面包括公共交通和步行交通

的实用率、效率等。其次，笔者利用 ENVI-Met、ArcGIS 网

络分析、机器学习、三维空间设计网络分析（sDNA: Spatial 

Design Network Analysis）等方法对收集到的 POI、路网数据、

建成环境数据等多源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数据分析结果进

行研究案例的综合评价与对比。最终，依据综合评价结果梳

理出城市健康发展的诉求，以及为城市提供有针对性的建成

环境设计策略（图 2）。

表 2  建成环境要素指标描述和数据来源

建成环境维度 计量指标 计算方式 数据来源

居住环境
温度、风速 ENVI-Met 软件模拟温度与风速 开放街道地图（OSM: Open Street Map）路网和建筑

数据
主干道距离 住宅、学校距离主干道的直线距离

便利设施 便利设施可达性 步行到最近餐厅、菜市场、医疗设施的距离 OSM 路网和 POI 数据

职住功能
职住平衡指数

工作岗位与居住户数的比值 美国人口普查局；

Apur 开放数据平台；

2021 年人口普查；

数位观察

功能多元化指数 POI 数据的熵指数（N=63） 百度地图和 OSM 的 POI 数据

通勤时间 通勤比重

城市 45 分钟以内通勤时间比重 美国人口普查局；

Apur 开放数据平台；

香港交通习惯调查；

2022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开放空间
开放空间可达性 步行到达最近的绿地、广场等活动空间的距离 OSM 路网和开放空间数据

人均绿地面积 城市范围内人均绿地面积数值

街道环境 街道绿化率、开阔度 利用机器学习对街景图像进行道路绿化和天空区域的识别 百度地图和谷歌地图街景数据

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设施可达性 步行到达最近地铁站的距离 OSM 路网数据

出行占比

公共交通出行占总交通出行百分比 美国人口普查局；

Apur 开放数据平台；

2021 年人口普查；

2022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步行交通
步行路网密度 每平方公里可步行道路的长度 OSM 路网数据

步行可达性 利用 sDNA 分析的路网“中介性”（街道被穿过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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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密度城市案例选取
为对比高密度城市在不同形态、高度、密度下的状况，

笔者依据城市的发展水平、建筑密度、人口密度、公共交通

设施建设水平，选取人口密度接近，但容积率、建筑密度与

高度以及街坊形态有差异的 4 个城市，即纽约、巴黎、香港

和上海，进行研究。纽约作为世界上超高层建筑最多的城市

之一，也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其中，曼哈顿区的密度

是纽约市所有区域中最高的，人口密度达到 2.8 万人 / km2，

超过 57% 的人采用公共交通作为通勤工具 [37]。巴黎是欧洲

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人口密度达到 2.05 万人 / km2，其

公共交通系统承担约 64% 的居民通勤出行 [38]。香港也是世

界上高密度城市的代表，至 2024 年底，香港的总人口数约

为 753 万人，若按已开发面积计算，香港的人口密度约为 

2.7 万人 /km2 [39]。香港拥有高度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其公

共交通出行量占总体出行量的 80% 以上。相较而言，上海

整体城市人口密度仅为 3 926 人 / km2，但由于上海各区人

口分布差别较大，以市中心几个区域进行比较，静安区的人

口密度也高达 2.8万人 / km2 [40]。上海拥有全世界最长的轨道

交通运营里程总数达 831 km，公共交通出行量占总体交通 

出行的 33%。

此外，为精确探究人本视角下高密度城市的建成环境

指标异同，研究尺度聚焦社区层面这个微观角度，在 4 个
城市的高密核心区——纽约曼哈顿、巴黎第九区、香港港

岛的中西区以及上海静安区内分别选取人口密度较为接近、

开发强度高的 1 km2 区域作为研究范围，以获取微观尺度

的建成环境数据。4 个案例的人口密度均较高，但是城市

形态特征有所区别：纽约案例为低建筑密度、高建筑高度；

巴黎案例为高建筑密度、低建筑高度；香港案例为高建筑

密度、高建筑高度；上海案例则为低建筑密度、低建筑高

度（图 3）。

3  建成环境维度评价

3.1  居住环境
居住环境评价主要关注建筑形态以及功能布局对城市

健康发展的影响。高密度的建成环境会影响城市微气候环

境，进而对空气品质和环境舒适性造成影响 [42]。笔者利用

ENVI-met软件选取各研究案例范围内500 m×500 m的地块，

在夏季 14∶00 相同环境参数下，对 1.5 m 高度的风环境和

热环境进行模拟（图 4）。结果显示：纽约和上海案例的平

均风速在 0.6 m/s 以上，属于较为舒适的范畴，特别是城市

中拥有连续宽敞的街道，有助于形成通风廊道，促进内部

空气流动；而巴黎与香港的案例内街道普遍较窄，建筑物

对风的阻碍作用增强，平均风速低于 0.1 m/s，舒适性较差 [43]。 

在热环境模拟中，纽约、巴黎、香港、上海的平均温度分

别为 33.35 ℃、33.91 ℃、33.22 ℃、33.76 ℃。由于建筑高

度增大，建筑阴影面积增加，阴影下的近地表气温会低于

光照区域 [44]，因此平均建筑高度更高的纽约和香港拥有更

低的平均气温。

此外，实证研究表明在主干道 300 m 范围内的居民更易

暴露在高水平的污染物和噪音中 [45-46]，因此研究将住宅建筑

距城市高速路或主干道的直线距离作为评价指标，以衡量居

住地的区位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利用 ArcGIS平台进行网络分

析，结果显示纽约研究范围内的城市主干道更加密集，超过

90% 的住宅建筑都在距离主干道 300 m 范围内，而其余 3 个
城市的住宅建筑距离主干道的平均距离均超过 300 m（图 5）。

3.2  便利设施
便利设施维度主要是衡量城市为居民提供生活性基础设

施的可达性程度，在众多的城市基础设施中与健康尤为相关

的是医疗设施、提供新鲜食物的菜市场、超市和餐饮店 [30]。

图 2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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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区域人口密度统计范围包括纽约曼哈顿区、巴黎第九区、香港中西区（除山顶区域）、上海静安区。容积率、建筑密度和街坊尺度统计范围为

图 3 所示研究范围。
图 3  研究范围及其城市形态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7,39-41]绘制，底图为谷歌地图和百度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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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风环境和热环境模拟结果

图 5  住宅建筑距城市高速路或主干道的直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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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析结果显示：4 个城市研究范围内的服务设施可达性
都很高，超过 80%的地区能在步行 200 m内到达餐厅和商店，

步行 5 分钟（400 m）即可到达医疗服务点（图 6）。从设施

的空间分布上看，上海和香港的餐厅数量虽多但分布过于集

中，导致部分街坊的居民需要步行较远距离才能到达设施点；

巴黎的餐厅和商店设施数量虽然是研究案例中最少的，但由

于布局较为分散，便利设施的服务范围覆盖了大部分地区。

3.3  职住功能
城市职住功能情况通常采用职住平衡指数以及功能多

元化指数进行表征。测度职住平衡指数最普遍的计算方式

是采用单元职住比。参考以往学者依据经验值提出的较优

值（0.8~1.2）[47]，4 个案例的职住分布均表现出职大于住

的特征，特别是巴黎案例所在区的职住平衡指数达到了 3.5 

（表 4），符合高密度城市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特性 [50]。在功

能多元化的评价中，笔者采用 OSM 提供的 POI 数据，统计

与就业相关的餐饮、商业、办公、娱乐、医疗、教育等功能

共 78类，通过广泛使用的熵指数进行计算 [51]。对比数据可知，

4 个案例的功能多元化指数数值均在 65% 及以上，表明城市

功能丰富且高度混合。

3.4  通勤时间
对于城市居民而言，通勤时间的急剧增加会降低城市生

活质量 [52]。因此通勤时间评估通常以整个城市为统计范围，

采用 45 分钟以内通勤比重表征居民日常通勤的合理程度。

根据统计，纽约有 78% 的市民在 45 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工
作岗位，通勤时间最为合理。而香港仅有 50% 的通勤者能

在 45 分钟内到达岗位，为 4 个城市最低。

图 6  便利设施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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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关键维度数据

维度 开放空间 职住功能 步行交通 公共交通 通勤时间

指标 人均绿地面积 /（m2/ 人） 功能多元化指数 / % 职住平衡指数 步行路网密度 /（km / km2） 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 % 45 分钟以内通勤比重 / %

纽约 13.5 65 2.2 20 51 74

巴黎 10.3 68 3.5 18 64 68

香港 2.7 65 2.4 62 77 50

上海 8.5 66 1.5 10 33 6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7,41,48-49]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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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开放空间
针对城市开放空间（即公园、广场、绿地）的供给评估，

目前的政策规范普遍以城市绿地率、人均绿地面积作为评估

指标。但有研究指出这类指标无法衡量开放空间的使用公平

性，缺乏对城市居民步行到达开放空间可达性的考量，忽视

了开放空间的供给情况 [53]，因此本研究中开放空间的评价采

用人均绿地面积和开放空间可达性 2 个指标。通过比较 4 个
研究城市的人均绿地面积发现，纽约的人均绿地面积最高而

香港的最低。而在可达性上，香港研究范围内平均走 161 m

就可到达最近的开放空间，上海则平均走超过 600 m 才能到

达（图 7）。

3.6  街道环境
在街道环境评估中，采用能够从视觉角度反映城市街道

品质，以衡量城市街道环境带给市民心理感受的街道开阔

度和绿视率作为量化指标 [54]。通过调用百度和谷歌的街景

图像，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卷积神经网络工具 SegNet 提取

街景图像中的天空和树木占据图像的百分比，以表征城市

街道的开阔程度和街道自然环境品质。结果显示：上海和

纽约拥有较高的综合街道品质，其中上海的街道开阔度和

绿化率都较高；纽约由于平均建筑高度较高导致街道界面

高宽较高，从而降低了街道开阔度；巴黎和香港则由于街

道较为狭窄且道路两侧绿化率较低，导致整体街道环境品

质较低（图 8）。

3.7  公共交通
健康城市理念提倡城市从使用机动车转向使用非机动车

和公共交通工具，以减少城市交通拥堵 [20]。因此，通过评估

居民使用城市公共交通出行的比例以及便利度，可反映城市

交通对健康的影响程度。从公共交通的城市出行分担率来看，

纽约、巴黎和香港的公共交通出行率均超过 50%，上海的公

共交通出行率虽较低但也达到 30%，略高于机动车出行比

例（表 4）。在公共交通便利度上，纽约、巴黎、香港研究

范围内的居民平均步行 5 分钟（400 m）能到达地铁站，上

海则平均需要走 10 分钟（650 m）。从站点出入口布置分析，

产生差距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上海和巴黎案例的站点出入口数

量平均为 3 个，纽约平均为 6 个，香港出入口数量平均达到

10 个；另一个原因是上海与巴黎的站点出入口均设置在距

离站点闸机收费处 100 m 范围内，纽约、香港的站点出入口

设置则最远为 300 m（图 9）。

图 7  开放空间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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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街道环境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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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地铁站点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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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步行交通
居民对步行环境最基本的需求是拥有一定密度且可达的

步行路网 [55]，因此在步行交通的评估中，首先应计算各研究

范围内的步行路网密度。通过计算可知，香港拥有最密集的

步行道路网络，而上海的步行路网密度最低。其次，在步行

路网可达性测量中，研究采用基于 GIS 平台的空间设计网络

分析软件（sDNA）对 4 个案例的街道进行可达性分析，通

过街道的“中介性”（betweenness）指标反映街道步行流量

数，来表示城市街道的可达性 [56]。考虑行人的步行习惯，以

400 m（即步行 5 分钟的距离）作为分析半径可见，巴黎街

道路网的平均步行流量潜力最高，香港和上海的个别街道拥

有很高的可达性，纽约街道的整体步行可达性较低。对比路

网形态发现，尽管巴黎的步行路网密度不高，但其步行道路

连通度较高。这是由于大量斜向道路贯穿方形街区，提高了

道路的通达性（图 10）。

4  整体健康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的平衡

4.1  城市建成环境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
研究通过对 15 个指标的量化数值赋予同等权重并进行

归一化处理，依据城市基本活动的 4 个方面对指标求和，以

进行综合比较。总体而言，4 个研究案例在居住和游憩方面

的差异较小，在工作与交通方面的差异较大。巴黎 4 个方面
的评价都较为平均，纽约在居住和游憩方面的评价较低，香

港在交通方面评价最高，上海在工作方面较为突出而交通方

面评价较低（图 11）。
通过进一步比较 4 个案例不同维度关键指标的差异，可

得出各维度的平均离差对比，如图 11 所示。总体上，职住

平衡、通勤时间的差异较小。职住平衡维度上，4 个案例的
城市功能多元化程度都较高且都呈现职大于住的职住特征。

而在通勤时间上，4 个城市 50% 以上居民的通勤时间小于

45 分钟，但是随着城市密度越高，45 分钟内通勤的人口占
比越少。例如：香港在用地紧缺的情况下，为满足居住需求，

城市开始依托轨道交通在远郊建设新市镇，导致居住与就业

岗位愈加分离 [57]。此外，不同的通勤方式也会导致时间差异。

根据香港的交通习惯调查，居民使用私家车或出租车的平均

通勤时间大约在 26 分钟左右，公共交通的通勤时间平均在

43 分钟 [48]，长距离的通勤削弱了公交出行的优势。综合两

个维度结果分析，随着城市不断向外扩张，发达的公共交通

虽能稳定地将大量城市人口从居住地送至就业地，但也会助

长职住分离进而增加通勤时长。

在公共交通、步行交通和便利设施维度上，4 个案例的
差值结果呈现相似的排序——香港评价最高，纽约、巴黎居

图 10  步行路网的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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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研究案例综合评价和各维度平均离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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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海最低。此外，该排序与各城市的密度、强度高低排

序一致，表明随着密度提升，城市的公共交通更发达，提供

的居住设施也更便捷，且城市的步行可达性也随之提升。而

在居住环境和街道环境维度上形成了上海、纽约、巴黎、香

港逐步递减的趋势。前文分析也表明，过高的建筑高度和紧

凑布局会影响城市的微气候和街道环境，从而降低城市的环

境品质。

在开放空间的评价中则呈现不一样的结论，巴黎与香港

差值接近，纽约与上海的差值较大。对比纽约与上海案例的

开放空间布局，纽约的开放空间由相对集中的大公园和平均

面积较小的口袋公园共同组成。其中口袋公园面积虽小但分

布散密，因此在保证人均开放空间面积的情况下，居民步行

可达性也较高。相较之下，上海的研究范围内缺少碎片化的

开放空间，城市公园与广场距离较远，导致可达性较低。由

此可见，高密度的城市也可通过合理的地块形态划分和功能

布局设计来改善城市的自然微环境。

综上，高密度城市特有的布局紧凑、功能集约、公共交

通发达的特征有助于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极端的

城市密度会对居住、通勤、街道、开放空间的品质产生不利

影响。同时，不同的建成环境要素之间也存在发展冲突，最

典型的是建筑高密度发展与城市自然环境供给之间的冲突。

城市高强度发展虽然提高了城市的丰富度与效率，但也会压

缩居住与自然环境的空间。在城市形态上，适宜步行的小尺

度街区不利于形成开阔的街道和布局沿路绿化，进而影响城

市微环境。在交通出行方式的选择上，便捷的公共交通有利

于减少城市污染、提高个人体力活动，但是高效的大运量交

通会促进城市的高流动性，进而易导致职住分离。对个人而

言，机动车出行能给人们带来更好的出行体验且在一定程度

上缩短通勤时长。因此，高密度城市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明

确核心诉求和目标，还应在不同需求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

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宜居环境的塑造以及居民健康与福祉

的全面提升。

4.2  整体健康理念下的高密度城市建设诉求
高密度城市的健康发展并不取决于单一因素，而是多维

度的协调发展。城市的建设需要形成一种平衡的理念，即

综合考虑各维度的城市物质空间对居民产生的影响，平衡

不同环境要素的发展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需求，最终达到

整体健康。具体而言，整体健康的目标是城市在帮助居民

获得宜居环境和食物的同时，还能促进更多居民通过主动

运动获得身体健康但不致疲惫的状态，能提供便捷的出行

交通并保障居民拥有合理的工作和居家条件。因此，综合

前文 8 个维度的分析，针对高密度城市的特性，笔者总结

出高密度城市在功能布局和建成环境设计时需满足的 5 个
基本诉求。

（1）怡人的微气候。从居住维度的分析可知，过于紧凑

的城市街道和建筑布局可能导致通风不畅、热岛效应增强，

影响城市内部气候的舒适度。此外，不合理的功能布局会进

一步加剧空气质量下降和噪声污染，降低居民的生活质量。

因此高密度城市需注重在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的同时，需保持

城市微气候的宜人性。

（2）低压抑的疗愈空间。高密度城市中紧凑的街道布局

与超高的建筑体量容易给居民带来压迫感。因此，适当保持

街道开阔度，优化建筑间距，可以避免过度狭窄的街道造成

幽闭感。此外，充足的公园、绿地、广场等开放空间可为居

民提供休憩、社交和情绪释放的场所。

（3）友好的步行环境。高密度城市普遍具有“小街区、

密路网”的特征，这为步行和非机动车出行提供了良好的基

础。城市应提供舒适安全的步行环境，进一步提升步行的吸

引力。

（4）便利的生活圈。高密度城市紧凑的城市形态增强了

城市的步行可达性。为了进一步鼓励居民步行出行，城市的

生活服务设施应充分布局在居民步行可达的范围内，促进居

民增加日常体力活动，提高健康水平。

（5）合理的职住品质。从职住功能维度的分析可知，人

口的高度集聚一方面可能导致人均居住和工作空间缩小，影

响生活质量；另一方面，职住功能的空间分离往往由就业岗

位的集中和高效公共交通的发展共同推动，导致通勤距离拉

长、通勤压力加剧。因此，在高密度的城市中要保有相对合

理的工作与居住面积和整体品质。

4.3  整体健康视角下的建成环境设计策略
基于整体健康的理念诉求，针对我国目前高密度城市的

发展情况，结合研究案例的分析结果，笔者提出相应的建成

环境设计策略建议，以期用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手段促进高密

度城市的整体健康发展。

4.3.1  建立有梯度的城市用地强度（密度分区）政策

针对高密度城市面临的热岛效应、通风不畅等微气候问

题以及职住空间紧张等挑战，仅优化城市形态难以彻底解决

问题，更有效的方法是在城市规划层面制定有梯度的密度分

区政策，以合理引导开发强度和空间配置。具体而言，应根

据区域紧凑程度和交通可达性设定分级容积率标准。例如：

在公共交通便捷、用地紧张的核心区域，可实行较高的容积

率，鼓励紧凑型中小户型居住与办公空间发展，同时减少机

动车道路与停车设施供给，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促进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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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环境塑造；在次高密度、交通可达性较低的区域，则适

当降低开发强度，提供适宜机动车通行的街道尺度，并确保

实施充足的停车设施和较宽松的居住与办公面积标准。这种

差异化策略有助于平衡生态空间与建设区域的发展，提升土

地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在有限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下最大化

惠及城市居民，优化职住空间品质。

4.3.2  优先满足开放空间可达需求，灵活布局开放空间

考虑到高密度城市用地紧张，传统的大型开放空间往往

难以均衡分布，更具可达性和更高使用效率的小微开放空间

则更能满足居民日常休闲需求。因此，在城市设计中应优先

布局小型开放空间，特别是借助城市中碎片化的空间进行布

置，以确保居民在步行范围内能便捷到达、舒缓身心，同时

高效利用城市空间。在此基础上，还可将城市内零散的开放

空间连接成网，形成“纳凉网络”，既有利于打造步行路网，

还能缓解热浪和城市热岛效应对行人产生的影响 [58]，如纽约

的“纽约酷凉邻里计划”（Cool Neighborhoods NYC）和巴黎

提出的凉爽路线 [59-60]。目前，上海也在积极建设口袋公园，

未来亦可考虑基于口袋公园建立相应的纳凉网络，以提升城

市微气候调节能力。

4.3.3  鼓励局部地区建设小街区密路网和宜步行街道

现有研究表明，小街区、密路网有助于提高居民活动量，

减少久坐不动和缺乏体育锻炼导致的健康问题 [19]。案例研究

分析也印证了城市小街区、密路网的布置更利于居民步行出

行。但是，高密度城市中过量的小街区和窄马路无法满足城

市机动交通疏解、消防场地提供、交通出入口布置的需求，

且会影响城市微环境从而危害居民健康。因此，建议有选择

性地进行局部小街区、密路网规划。例如：结合集聚大量人

流的轨道交通站点设置宜步行区域，内部减少或禁止机动车

穿行，外围规划常规适宜机动交通疏解的道路。同时，步行

路网并不能单纯追求密集地排布以及满足道路密度指标要

求，更需确保道路的可达性，减少“死胡同”，提高通畅度。

4.3.4  合理引导混合功能布局，探索以街坊为单位的更高空间

产出方式

通过对研究案例的生活服务设施分布进行对比可知，高

密度城市的便利生活圈不仅取决于服务设施数量，更依赖于

合理的功能混合与布局。依据高密度城市立体化发展的趋势，

不仅应在平面布局上注重功能分布的合理性并确保设施的步

行覆盖率，还可以利用垂直方向进行功能布局以提高功能多

样性。建议将使用更频繁且更注重可达性的公共服务功能布

局在沿街面，既能提高城市的服务效率，还能作为城市“街

道眼”，提升城市安全 [61]。对于占地小、容量低的基础服务

设施，如垃圾处理站、公共交通站点等，可探索以街坊为单

位进行整体规划。例如：借鉴香港市政大厦模式，将菜市场、

运动场、图书馆等功能整合至同一建筑，既提高了空间利用

效率，又营造出高质量的社区交往空间，还促进了居民的社

交互动和健康生活方式。

4.3.5  促进职住融合，优化公共交通与就业空间布局

针对高密度城市职住分离导致的通勤压力，应优化职住

空间布局，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一方面，合理设定职住比，

鼓励就业岗位向居住区适当延伸，在地铁站点、公交枢纽周

边增加商务办公与产业用地，减少居民通勤时间。另一方面，

优化公共交通站点布局，笔者参考案例城市的平均站距以及

TOD 模型 [62]，建议轨道交通站点间距在 500~800 m，公交

站点间距在 300~500 m，以提高公共交通可达性。此外，在

TOD 模式下，建议将站点设置在步行友好的次干道或宜步

行街区内部，以减少机动车对步行活动的干扰。同时，优化

出入口布局，使站点出入口与人流集聚点紧密结合，提高公

共交通的使用便捷度和覆盖率，从而降低长距离通勤对居民

健康的不利影响。

5  结语

本文聚焦高密度城市的健康发展问题，选取纽约、巴黎、

香港和上海的核心区为研究案例，通过指标评估探讨高密

度城市建成环境与城市健康发展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案例分

析结果表明，健康可持续的高密度发展需要全面考虑不同城

市建成环境要素，利用公共交通与可步行性提高城市效率、

集约发展的同时，在各城市建成环境维度之间维持一定的

平衡，有限制地打造高密度城市区域，灵活分散提供城市

公共服务，形成整体适度但有差异化的城市空间。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整体健康导向下城市用地和管理、城市交通组

织、开放空间使用、职住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城市设计策略，

建立健康城市理论与实际城市设计之间的有效联系，为城

市设计提供可行的设计引导。但要说明的是，由于过程中

样本数量和可获取数据的限制，故本研究在指标选取和评

估中仍有一定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增加对以感知

评价为主的指标，以获得更深入完善的评价结果，从而形

成更全面的设计策略体系。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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